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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汉语与印欧语的关系，无论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一直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界所关注。１９世纪到

２０世纪初在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对考证古代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吐火罗文的年

代太晚，现存资料无法直接证明汉藏语和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但是汉语中的吐火罗族称、地名等残留词，

以及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为汉语和印欧语在上古时期有过紧密接触提供了确凿证据，也为进一步思考

与探寻远古东亚语言和原始高加索语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 汉语－印欧语关系　吐火罗语　残留词　借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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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汉语与印欧语关系的探索，最早可追溯到北欧学者 Ｒｕｄｂｅｃｋ（１７１７），他发现汉语与哥特语存在某
些相似性。此后，Ｅｄｋｉｎｓ（１８７１）等学者都认为汉语与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德国华裔学者Ｃｈａｎｇ
（１９８８）论证了汉语与日尔曼语的远古亲缘关系。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周及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谈济
民（２００１）以及在爱沙尼亚的高晶一（２００８）也涉足了这一领域。
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发现上古汉语（原始汉藏语）与印欧语之间存在几百对的对应词（包括基本词汇

和词族），特别是上古汉语与原始日尔曼语关系密切，此外还有史前考古文化学、史前人口迁徙和历史文
献学的一些关键证据，这为汉语与印欧语亲缘关系假说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可以
上溯到距今１００００年），不可能有直接语言材料，其过程轨迹还相当模糊，需要继续挖掘和发现新的证
据，包括考古文化学、人种基因学、文献语言等方面的证据。其中，如果能够有一些中间环节的可靠证
据，无疑对这一假说的探讨非常有益。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欧洲学者在西域发现了一些陌生的印欧语写本，其中在新疆西南角于阗等
地发现的写本能够确定为伊朗语，但在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的库车、焉耆一带发现的写本，则是一种特
殊的古印欧语。经考释，德国学者Ｓｉｅｇ等（１９３１）将这种古印欧语划分为吐火罗语Ａ（焉耆语）和吐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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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Ｂ（龟兹语）。后来，英国学者Ｂｕｒｒｏｗ（１９３５）指出在鄯善发现的写本，应称为吐火罗语Ｃ。这些写本
使用的是婆罗米笈多（Ｇｕｐｔａ）斜体字母，为６－８世纪的遗物。
尽管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１９６６）曾试图通过吐火罗语证明汉语与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但是吐火罗文的

年代太晚，无法直接证明汉藏语与印欧语存在发生学关系。通过汉语中的吐火罗族称、地名等残留词，
以及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却可以为汉语与印欧语在上古时期有过紧密的接触提供确凿证据，也为
进一步思考与探寻远古东亚语言与原始高加索语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定参考。

２ 吐火罗文明和吐火罗语言

先秦两汉时期，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吐火罗，在汉语文献中被称为“禺氏”（《逸周书·王会解》）、
“禺知”（《穆天子传》）、“月氏”（《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２世纪，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被称为“大月
氏”的一部西迁，先是占领粟特（Ｓｏｇｄｉａｎａ），然后越过阿姆河征服巴克特里亚（Ｂａｃｔｒｉａ，即大夏），建立了
贵霜帝国（Ｋｕｓ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１－５世纪）。
这部分“大月氏”，印度人、粟特人、波斯人则用另一个名称，即“吐火罗”（Ｔｏｘｒ）来称呼他们，在梵

语佛典中写为Ｔｕｋｈｒａ。而巴克特里亚也被称为“吐火罗斯坦”（Ｔｏｘｒｉｓｔｎ）。在古希腊学者Ｓｔｒａｂｏ
（前１世纪）的《地理学》中﹐吐火罗记为Ｔｏｃｈａｒｏｉ。自４世纪始，西方文献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

Ｔｏｃｈａｒｅｓｔａｎ。与之同期，自东晋（３１６－４２０）时起﹐中国文献亦称该地为“兜呿罗、吐呼罗、吐豁罗、睹货
逻”等﹐这些都是Ｔｏｃｈａｒｏｉ／Ｔｕｋｈｒａ的异译。在北朝《魏书·西域传》，以及《隋书》、《唐书》的《西域
传》中都有《吐火罗国传》。

Ｍａｌｌｏｒｙ（１９８９）认为，原始吐火罗文明也许就兴盛于公元前３０世纪，出现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叶尼塞
米努辛斯克盆地（Ｍｉｎｕｓｉｎｓｋ　Ｂａｓｉｎ）的阿凡纳谢沃（Ａｆａｎａｓｉｅｖｏ）文化。大约在公元前２０世纪初，当欧库
尼沃文化（Ｏｋｕｎｅｖｏ）取代阿凡纳谢沃文化之时，吐火罗人迁移到塔里木盆地一带，与新疆出土的欧罗巴
人种的木乃伊的年代（公元前２０００年）相吻合。
早期印欧人，主要是吐火罗人抵达新疆之后，一直向东拓展。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他

们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甚至进入中原地区。吐火罗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开启了东亚地区金属时代的
到来。在史前和上古时期，吐火罗就与中原华夏有着密切的交往。在１０世纪以后，随着突厥和蒙古的
崛起，生活在中国西北新疆的吐火罗人开始逐步融入到当地其他民族中去。
作为一支特殊的古印欧语，吐火罗语与临近的印度－伊朗语言差别很大。Ａｄａｍｓ（１９８４）运用统计

方法研究发现，与吐火罗语最接近的是日耳曼语，其次为希腊语、印度语、斯拉夫语和拉丁语。
吐火罗语的元音包括单元音和复元音。辅音有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半元音，以及流音、咝

音、声门音和塞擦音。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印欧语言的辅音都存在清、浊配对，而吐火罗语的辅音却
并非如此，如没有与ｐ，ｔ，ｋ相对的三个浊音（Ｌａｎ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３８）。吐火罗语的名词、形容词等有阳性、阴
性、中性三种性范畴；数范畴有单数、对数、双数、复数、多数五种。吐火罗语的格范畴形态分为两个层
面，下层格是基础格，包括主格、间接格、所有格和呼格，上层格是派生格，包括具格、越格、随格、向格、从
格、依格等。吐火罗语在动词变位方面，有基础动词和致使动词。语态有主动态与中动态两种。时态有
现在时、未完成时、加重过去时和过去时四种。语气有虚拟、愿望和命令三种。（转引自季羡林１９８９）
在词汇方面，吐火罗语多与希腊语、拉丁语等相同，更接近于西部欧洲人使用的西部印欧语。表

“１００”的形式是ｋｎｔ、ｋａｎｔｅ，与拉丁语ｃｅｎｔｕｍ的起首辅音ｋ相同，而与东部印欧语，如梵语ｓ＇ａｔａｍ、立陶
宛语ｉ　ｍｔａｓ的起首辅音形成区别。吐火罗语保留了一些印欧语的古老词汇。如：１）火，焉耆语ｐ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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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语ｐｕｗａｒ，希腊语ｐｙｒ，试比较汉语的“火”（上古汉语＊ｈｍｊ，汉藏语＊ｍｅｙ）；２）狗，焉耆－龟兹语

ｋｕ，希腊语ｋｙōｎ，试比较汉语的“犬”（中古汉语ｋｈｗｉｅｎ，上古汉语＊ｋｈｗｉｎ，汉藏语＜＊ｋｗｙ）；３）大地，
焉耆语ｔｋａｍ，龟兹语ｋｅｍ，赫梯语ｔｅｋａｎ，希腊ｃｈｔｈōｎ，试比较汉语的“土”（上古汉语＊ｔｈ）、“坎”（古汉
语＊ｋａｍ；《周易》以坎属水，水就下处卑下之地）。

３ 汉语中的吐火罗语遗留词

所谓汉语中的吐火罗语残留词，即该地区当时的居民是吐火罗人，通行的是吐火罗语，一些吐火罗
词语由此通过汉字记音方式出现在汉语文献中。吐火罗人曾经生活在河西走廊和新疆一带，用汉字记
音的吐火罗人族称、地名，与其他语言中所记录的吐火罗语词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３．１ “祁连”＊ｉｉ－ｌ　ｉｅｎ、“祈罗漫”与ｋｌｙｏｍｏ

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部边缘，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１９６６）将“祁连”的古汉语形式构拟为＊ｉｉ－ｌ　ｉｅｎ或
＊

ｉｙｉ－ｌ　ｉｎ（天堂）。在已知的吐火罗语词汇中并没有这个表“天堂”的词，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寻找的相关线索
有，焉耆语ｋｌｙｏｍ，龟兹语ｋｌｙｏｍｏ（神圣的、光荣的）。其早期形式＊ｋｉｌｙｏｍｏｎｔ，与梵语ｋａｌｙｎａ（高贵、
善良）、希腊语ｋａｌｓ／ｋａｌｎ（美德、荣誉）等对应。
美国汉学家Ｍａｉｒ（１９９１：９３２）发现，拉丁语的Ｃａｅｌｕｍ（天空、天堂）和汉语的“祁连”＊ｉｉ－ｌ　ｉｅｎ音近义

同，他由此认为，汉语的“祁连”应译自与拉丁语Ｃａｅｌｕｍ同源的某个吐火罗语的词（林梅村，１９９４）。那
么，古汉语的／ｇ／对应吐火罗语的／ｋ／，吐火罗语的／ｋ／则对应拉丁语的／ｃ／。
汉文史籍记载，吐火罗人称“天山”为“祈罗漫山、初罗漫山、折罗漫山”。林梅村（１９９４）认为，这些译

名来自焉耆语ｋｌｙｏｍ或龟兹语ｋｌｙｏｍｏ。巧合的是，“祁连”的唐代译名为“祈罗漫、析罗漫”，与之相互
验证。先秦时代，祁连山被称为“昆仑”。“昆仑”应是吐火罗语＊ｋｉｌｙｏｍ（ｏ）的最早汉语记音词。大概
受＊ｋｉｌｙｏｍ（ｏ）中／ｌ／的影响，该词第一个音节ｋｉ－读成ｋｉｌ－／ｋｉｎ－，所以汉字记音为“昆”。

３．２ “敦煌”ｄｗｎ－”ｗａｎｇ与δｒω”ｎ、ｄｒｕｍｇａ

　　汉代在河西地区，设立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其中张掖、武威、敦煌都是吐火罗语的汉字记音。
作为地名，“敦煌”（ｄｗｎ－”ｗａｎｇ、ｔｗｎ－”ｗａｎｇ）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出使西域

归来后向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的。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语信札（３１３）里的“敦煌”名，写作

δｒω”ｎ或δｒω’ｎ。古罗马的地理学家Ｃ．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９０－１６８）在《地理学导言》（约１５８年）第六卷记载
的中国西北部地名Θｐｏａｖａ，可能就是指“敦煌”。吐火罗语的“敦煌”，匈牙利伊朗学家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１９７９）
认为来自伊朗语的＊Θｒｕｖａｎ（宏大建筑，城堡）；英国伊朗学家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９）主张来自伊朗语的＊

ｄｒｕｖｎａ－（围绕、坚固之地，城堡）。近些年来，美国汉学家 Ｍａｉｒ（１９９１：９３２）有提出，“敦煌”（＊Ｔωаη－ωаη，
高本汉＊ｔｗｒ－ｘｗｎ）来自佉卢文俗语（Ｋｈａｒｏｓｔｈī－Ｐｒａｋｒｉｔ）的ｄｒｕｍｇａ，可以上推到原始印欧语的

＊Ｄｈｅｒ
（稳固）。

《水经注》里地名“敦薨”（ｔｗｎ－ｈｗｎｇ），既指焉耆北部的山，又指贝加尔湖。（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１９６６）与
“敦煌”不同，“敦薨”的第二个音节“薨”的首辅音是清送气音ｈ，元音是央化的“”敦煌”、“敦薨”可能是
同源词。

“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在敦煌粟特文书上多次发现的γβω，一般认为就是“昭武”，意为“城
主”，用来称呼首领（赵超１９８６）。月氏人占领河西走廊后，在张掖建立昭武，作为月氏的都城。“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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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掖”在吐火罗语中也都指“王郡”。大月氏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
“武威”的原名是“姑臧”（＊ｋｕｚａｎ）。“姑臧”与“高昌”（维吾尔语Ｑａｒａ－ｈｏｊａ，在西域外族语言文献

中，高昌的名字长期是Ｃｉｎａｃｋａｎｄ及其变体，意为“秦城”，即中国城）同源，都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
高昌的原居民车师人，与楼兰、龟兹、焉耆等地的居民都为吐火罗人（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　１９６６）。

３．３ “月氏”＊ｎｇｉｗ　ａｔ－ｉ　ｅ（ｇ）与ｇｗａｔ－ｔｉ

　　吐火罗人与中原的早期接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吐火罗人的称呼中也反映出来。据荀悦《前汉纪·
孝武皇帝纪三》，月氏是公元前３世纪至公元前１世纪在河西走廊敦煌、祁连山之间的游牧民族。据《汉
书·西域传》，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印度学者Ｎａｒａｉｎ（１９９０：１７４－１７５）认为，月氏
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公元前２世纪，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被称为大月氏的一部西迁，先是
占领粟特，然后越过阿姆河征服巴克特里亚，建立了贵霜帝国（１世纪至５世纪）。从此，西迁的被称为
大月氏，留在河西及西域一带者统称小月氏。月氏在河西走廊游牧时尚无文字，因此他们的早期语言只
能在历史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
作为吐火罗语的“月氏”，可与龟兹语的ｙａｔｉｋｏｒ、焉耆语的ｗａｔｋｕ（统率、管辖）比较。高本汉（１９５７：

１３４）构拟的“月氏”上古音＊ｎｇｉｗ　ａｔ－ｉ　ｅ（ｇ）。公元前２世纪，第一个音节的形式应是ｇｗａｔ或ｇｕｔ，第二个
音节里的－ｇ尾已经脱落。“月氏”的整个名称是ｇｗａｔ－ｔｉ或ｇｕｔ－ｔｉ。亨宁（１９９２）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
火罗人就是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
提姆”（Ｇｕｔｉｕｍ），亚述人谓之“古提”（Ｇｕｔｉ）。高本汉假定的外语形式有ｇｗａｔ－ｔｉ／ｇｗｏｔ－ｔｉ，ｇａｔ－ｔｉ／ｇｏｔ－ｔｉ或

ｇｕｔ－ｔｉ（转引自亨宁１９９２）。亨宁（１９９２）推测“月氏”上古音为＊ｎｇ　ｉｕ－ｔ　ｉｅ（ｇ）。亨宁统计了４世纪以后文
献中出现的“月氏”词形，解释了＊Ｇｕ（ｔ）－ｔｉ如何演变为Ｙ　ｕｅ－ｃｈｉｈ的过程。
从河西走廊的“姑藏”（＊ｋｕｚａｎ）到西域的“车师”（＊ｋｕｓｈｉ），到“龟兹（ｋｕｃｉ）、库车（ｋｕｃｈａ）、曲先（ｋｕ－

ｓａｎ）”，乃至远达中亚费尔干的古都“贵山”（ｋｕｓａｎ），再到贵霜帝国，这些地名的发音与“月氏”的古音＊

ｋｕｓｈｉ／＊ｋｕｓｉ／＊ｋｕｔｉ（在新巴比伦和新亚述时期，由于词首清音的强化，“古提”大多被读成ｋｕｔｉ，而非

Ｇｕｔｉ，参见加姆克列利则等，１９９８）都很相似（耿世民２００４）。

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１９６６）指出，月氏的一些部落名和头衔是吐火罗语词。公元前１０８年，小月氏首领“若
苴”臣服于中国。在汉代，汉语的塞擦齿音常用来记录外族的腭音。由此，“若苴”＊ｎｙａｋ－ｔｓａ就可与焉
耆语ｎｋｔ、龟兹语ｎａｋｔｅ“神”的派生ｎｋｃｉ，ｎｋｃ（ｉ）ｙｅ（神的）进行比较。而焉耆语ｎｋｔ、龟兹ｎａｋｔｅ（神），可能
与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ｗａ－ｎａ－ｋａ、荷马时代希腊语的（ｗ）ａｎａｘ（国王，圣王）同源（加姆克列利则等，１９９８）。
此外，乌孙曾是月氏东边的邻国。《汉书·西域传》记载，春秋时乌孙占据着整个河西走廊。据《汉

书·张骞传》，月氏人要到此定居，将乌孙王难兜靡斩杀于马下。乌孙人只得抱着尚在襁褓中的王子骄
靡投靠匈奴。“乌孙”之名，见于汉武帝时期，在此之前自号为“昆”。《史记》、《汉书》记载，乌孙王号“昆
靡”或 “昆弥、昆莫”。乌孙王的名字后面都附缀“靡”（＊ｍａδ），如“难兜靡、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元贵
靡”等，可能源于焉耆语的ｗɑ̈ｌ或龟兹语的ｗａｌｏ（国王）。地处新疆的“昭苏”为乌孙西迁后所建乌孙国
之故地，自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６０年）起，统属西域都护府。“昭苏”与“昭武”同源，意为“城主、首领”。

３．４ “龟兹”ｋｕ－ｃｉ与ｋ　ｕ＇ｓｉ

　　“龟兹”最早见于班固《汉书》：“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
且末、西南与酐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在龟兹文中，“龟兹”为ｋ　ｕ＇ｓｉ，生格为ｋ　ｕ＇ｓｉｎ。吐火罗语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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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硬腭化现象：ｔ’＞ｃ，在方言中存在ｃ＞ｓ，也反映在龟兹语的自称ｋｕ　ｃａ　ｎｎｅ“龟兹人”及形容词
ｋｕ　ｓｉ　ｎｎｅ“龟兹的”中。“龟兹”的梵文ｋｕ　ｃｉ、古汉语＊ｋｕ　ｃｉ、古突厥语ｋüｓüｓ　ｎａｎ（ｋ　ｕａ）、古回鹘文ｋｗｙ　ｃ，
这些词形都可为相应音变作佐证。（加姆克列利则等，１９９８）上文提及河西走廊的“姑臧”＊ｋｕｚａｎ与西
域的“高昌”同源。高昌的原居民车师人，与龟兹、焉耆、楼兰等地的人都为吐火罗人。其中，“车师”的上
古汉语为＊ｋ　ｉｏ－ｓ　ｉｉ（ｒ），Ｈｅ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２）构拟为＊ｋüｓｉ。“车师”可能是“龟兹”（ｋｕ　ｃｉ）的一种方音。

３．５ “焉耆”Ｉｅｎ－ｋ’ｉ与ｒｋｉ

在汉语历代文献中，“焉耆”的记音有：焉支、燕支、烟支、胭脂、胭支、燕脂、烟肢、燃支、焉耆、焉提。
“焉支”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焉支山”是居住
在该地的月氏命名的。地处西域的焉耆，汉唐时有三种写法：《两汉书》等为“焉耆”，《佛国记》等为“乌
彝”，《大唐西域记》为“阿耆尼”。
据戴希龙（２００６）考证，“焉耆”等同于“月氏”，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焉耆（绿洲城市）的古音是＊ａｒｇｉ。

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１９６６）认为，从词源上来看，“焉耆”一名与焉耆语的ｒｋｉ，龟兹语的ｒｋｗｉ（白色）可能有关，
而ｒｋｉ、ｒｋｗｉ与希腊语的αργο＇ｓ（闪亮的）、αργυροｓ“银色”同源。
加姆克列利则等（１９９８）认为“焉耆”Ｉｅｎ－ｋ’ｉ，与焉耆语的ｒ　ｓ＇ｉ（如ｒ　ｓ＇ｉ－ｋ　ａｎｔｗａ“阿尔西语”；ｒ　ｓ＇ｉ－ｙｐｅ

“阿尔西国”）有关。亨宁（１９９２）认为，“焉耆”与伊朗语中的ａｒｇ“阿尔格国”一致，在梵文中是ａｇｎｉ，这些
地名都是指“绿洲”。

３．６ “大宛”ｄ－’ｉｗａｎ与ｔａｘｗａｒ

“大宛”（汉语中古音ｄ－’ｉｗａｎ）也是吐火罗在西域建立的国家之一。据《史记·大宛传》载：“大宛
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
弥、于阗。”希腊语有两个形式тο＇χαροι、тα＇χοροι与＊ｔａｘｗａｒ（大宛）对应。
康居与大宛为邻，《史记·大宛传》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与其他吐

火罗游牧民族一样，早先的康居原在西域东边，后在匈奴压力下西迁伊朗地境（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　１９６６）。西
汉时，康居位于锡尔河的塔什干地区，“康居”上古汉语构拟＊ｋｈ－ｋ　ｉ。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９）指出，ｋｈ－可
能记录的吐火罗语ｋｎｋ－（石）。上古汉语文献又称“康居”为“石国”。突厥语称ｔａｓｈ－ｋｅｎｄ（石城），即把
突厥语的ｔａｓｈ（石）和借自粟特语的ｋｎｔ（城）结合成词。唐朝时，康居被称为Ｓａｍａｒｋａｎｄ（康国）。

４ 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

所谓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是指通过文化交流，吐火罗人借用中原汉语并用吐火罗文记录的
词语。总体而言，吐火罗语受汉语影响较少，主要表现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比如：

　　　　　　　　　　龟兹语ｃｋ　　　　　　汉语“百磅”〔１〕

龟兹语ｃｎｅ 汉语 “钱”
龟兹语ｔａｕ 汉语 “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常用词汇也来自古汉语。比如：焉耆语的ｋｏ，龟兹语的ｋｏｙ“口”，与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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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此语料转引自季羡林（１９９８），原文中没有标出该词的汉语意思，“百磅”为作者后加。



语的 ＊ｋｏ对应。焉耆语的ｙｐｅ、龟兹语的ｙａｐｏｙ，借自古汉语的“邑”。焉耆语的ｔｓｅｍ，借自古汉语的
“青”。龟兹语的ｓ＇ａｋｓｅ，借自古汉语的“烧酒”（转引自季羨林１９９８：１９２）。
古汉语里的吐火罗语借源词，最典型的是“蜜”（ｍｉ）＜上古汉语＊ｍｉｅｔ＜龟兹语ｍｉｔ（蜂蜜）。该词从

公元前１０世纪后半期起，在汉语中出现（加姆克列利则等１９９８）。此外，汉语中的一些佛教词语，季羨
林（１９９８：１９１）认为借自吐火罗语，如“沙门”借自焉耆语ｃｍａｍ，“须弥”借自焉耆－龟兹语的Ｓｕｍｅｒ，
“弥勒”借自焉耆语 Ｍｅｔｒａｋ、龟兹语的 Ｍａｉｔｒｋ。
关于吐火罗语中的汉语借源词，与汉语中的吐火罗语借源词，研究得还很不充分。这需要吐火罗语

专家提供新的成果。根据目前知道的这些证据，还只能证明汉语和吐火罗语曾经有过紧密接触关系。
要想证明汉语－印欧语的亲缘关系，还得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尤其是需要更多的可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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